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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实之间:鲁迅、左联与双重领导体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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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　要:作为中共直接领导的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,左联是在鲁迅虚权影响与中共实权管理的双重领

导体制下,得以建立并有效运行的.鲁迅虚权影响的意义重大,它既规劝革命青年的过激行为,避免重大损失,又在

“左联五烈士”事件后力挽狂澜,维持组织运转;然而虚权影响的力量又是有限的.在联络人员更迭、政治环境变迁

等因素影响下,双重领导体制转变为中共实权管理的模式.这一转变直接导致左联的瓦解,并促使其被更广泛、更

革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取代.新中国成立后,双重领导体制被应用于上海的文艺改造方面,成为宣传党的政

策、统一民众思想、巩固新生政权的重要过渡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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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左联组织内部中共与鲁迅的关系研究,汗牛充

栋,硕果累累,只是研究思路极具相似性———中共在

左联成立前后及运行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.刘文

军[１]３０指出,大革命失败后,中共重视文化工作,直
接领导建立“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‘左
联’”.余信红[２]也有类似观点:左联等左翼文化团

体“完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”,并在党地领导

下展开斗争.与刘文军、余信红不同,曹清华[３]１９的

关注点在鲁迅本人:虽是盟主,但影响力微乎其微,
“与其说鲁迅加入了左联,还不如说一开始就只是站

在左联边上”,以此证明中共对左联的绝对领导权.
既有成果多囿于肯定中共实权领导而对鲁迅影响价

值不够重视,因此有必要突破该研究局限.
较早认识到鲁迅之于左联意义重大的是张欢,

他揭示了鲁迅的“匡正”意义和辅助作用,即通过自

我运动与更新,避免“与现实政治的关联中演变为一

体化的结构性组织”[４]２０４.张欢的研究肯定了鲁迅

在左联良性运转中的重大意义,却未解释左联衰落

解体的原因所在.对此,张大伟[５]作了补充,认为组

织机构缺陷是左联衰落解体的“体质因素”,并将组

织机构缺陷归咎于瞿秋白等联络人的变更,从而进

一步导致以周扬为代表的中共与鲁迅间沟通的断

裂.张大伟从微观层面阐发原因———联络人的变更

直接导致组织机构沟通的失衡,这一观点具有创建

性.然而却将“联络人变更”的人选进行假设———若

联络人并非“周扬派”,而是与鲁迅关系亲密者,“矛
盾是否可以避免?”这一假设显然是偏颇的,原因在

于忽视了社会环境对个人、对组织的宏观影响.基

于此,后续研究需要将组织内部个人价值的体现与

组织外部社会环境的变迁相结合,从宏观与微观两

个角度重新考量,即对鲁迅自身的价值需再评估,对
左联解体的原因再梳理,左联组织的意义需再审视.
这一切在双重领导体制的变迁中表现突出.

一、一次论争与筹备左联:
双重领导体制的孕育

　　五四运动后,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,１９２１年

中国共产党诞生.大革命失败后,中共向农村进军,
建立革命根据地,开展武装斗争;在城市,则联合“进
步势力”,建立统一战线,开辟对国民党的第二战场,



这在文艺界有显著表现.借助马克思主义的传播,
中共推动革命文学的发展,备受知识分子的追捧.
学术界常以“左翼十年”(１９２７—１９３７年)指代该阶

段,而左联的孕育发展、分化解散正包含其中.在这

昙花一现的兴衰罔替中,左联与中共的关系扑朔迷

离,甚至有些许“成败萧何”之叹.二者的结合源于

创造社、太阳社与鲁迅的论争.
大革命失败后,上海一批青年共产党员和进步

人士坚持从事革命文学活动,组建社团,创办刊物,
“其中影响较大的团体是太阳社和创造社”[１]２３.创

造社由郭沫若、成仿吾等人于１９２１年创立于东京,
出版«创造季刊»、«创造周报»等刊物.创社之初,成
员多倡导浪漫主义,主张自我表现,随着革命形势的

发展,逐渐倾向于革命文学,活动中心从东京转移到

上海.此后创造社增加了许多激进的文学青年,如
李初梨、冯乃超等人,他们“接受了中共中央的理论

和政策,不久又都参加了共产党”[６].同时,中共派

出潘汉年、阳翰笙等人加入创造社,建立党小组,增
强党的组织力量,结果“后期创造社的绝大部分都是

新党员”[７]３,该社也就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文学社团.
与创造社的发展路径有所不同,太阳社直接由

中共创立.１９２８年,蒋光慈、钱杏邨等编辑的«太阳

月刊»在沪创立,标志着太阳社的建立.该社成员均

为共产党员,与创造社一起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,
翻译介绍马列主义文学理论,“在宣传革命文学理论

和创作实践上起了积极作用”[８].由于受左倾思想

的影响,两社将无产阶级以外的个人和群体都当作

敌对分子,引发了一系列论争,其中与鲁迅的论争影

响较大.这场争论分为两个阶段.第一阶段,汲取

只言片语,批判鲁迅思想.冯乃超认为“醉眼陶然”,
展示的是“落伍者的悲哀”,是“隐遁主义”;成仿吾指

责作品趣味性过浓,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代

表;李初梨进一步论述趣味文学的危害,“以‘趣味’
为护符,蒙蔽一切社会罪恶.以‘趣味’为鸦片,
麻醉青年”,并重申鲁迅属于小资产阶级[９]８,２０,３５.面

对指责,鲁迅肯定了“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”的
论调———可转向资产阶级,能走向无产阶级;认为冯

乃超的朦胧是既要官僚给予的地位,又不敢惹怒“铁
锤和镰刀”;指出在难以“保障最后的胜利”时,成仿

吾之流会发生阶级属性的动摇;引申了李初梨的“有
闲就是有钱”的论调,讽刺了其“获得无产阶级的阶

级意识”重于“获得大众”的论点[１０].以己矛攻己盾

的思维逻辑和极富讽刺挖苦的语言表达自然使革命

青年难以招架,于是有的人开始扩大范围,进行人身

攻击,由此进入第二阶段.代表者是钱杏邨.他指

出其“终竟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,他的著作内含的

思想,也不足以代表十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!”[１１]５５

又认为其具有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有的坏脾气,
也是一种最不可救药的劣根性”,批判其蛮横倔强,
“知错而不认错”,“唯我史观”,认定“若不彻底悔悟,
转换新的方向,他结果仍旧只有死亡”[１２]１８８Ｇ１９０.此

外,潘梓年也“对鲁迅施以人身攻击”[３]１３,李初梨则

著文说“他是一个最恶的煽动家!”[９]８９革命青年的

批评超出了学术范围,升级为人格诽谤.面对各种

非议,本该进行有力回击,鲁迅却选择保持沉默.究

其原因,可从«“醉眼”中的朦胧»一文里得到答案.

１９２８年初是一个特殊时期,文艺家们受到刺激

而“一齐动笔”了,共通之处是朦胧性.朦胧性是以

冯乃超为代表的文人在表达上的忽左忽右———既迷

恋当前的主子,如官僚和军阀,又害怕“铁锤和镰

刀”.鲁迅是有洞察力的,从文艺家们的“一齐动笔”
和忽左忽右的表述中,预见“一个大时代要到来”,认
为应由大时代的领导者来掌控“武器的艺术”,即革

命的文学,并预言“武器的艺术”落入谁手,便可知

“中国的最近的将来”[１０].鲁迅的沉默与其说是宽

容忍耐,不如说是不屑一顾.他只是在等待那位与

自己分量相当的势力从幕后走向前台.
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多为共产党员,在所属

党组织领导下工作,但其“活动多是分散的,不统一

的,(为了)统一各文化团体和单位在公开文化

活动中的方针”[１]２５.１９２８年５月,中共江苏省委宣

传部建立文化工作党团,潘汉年任书记,并将创造社

的冯乃超、李初梨等人吸收入党.为响应中共六大

号召,１９２９年４月,文化工作党团由党中央政治局

更改为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文委”),直
接受中央宣传部领导,潘汉年仍任书记,开始解决这

次论争.六大结束后,周恩来返沪,干预这场论争,
指示要同鲁迅团结.秋季,主持党中央工作的李立

三向文委传达中央意见:“攻击鲁迅是不对的,要尊

重鲁迅,团结在鲁迅旗帜下”,号召左翼文艺界“准备

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”.[１３]５９Ｇ６０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

富春也批评两社的错误做法,认为鲁迅是新文化运

动的老前辈、先进思想家,“应该争取和团结”[１４].
之后由潘汉年召集两社党员召开会议,停止批判,统
一认识———“鲁迅始终没有反对过革命文学,他反对

的只是我们的幼稚言论”[１５].可见,中共中央及文

委领导对两社的做法彻底否定.其实,两社直属中

共领导,成员多为共产党员,因此成员的言谈举止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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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仅限于个人的思维表达,难免会有上级的指示意

思.现在上级的指示意思发生了转变,是需要进一

步说明的.早在１９２９年上半年,国民政府已关闭创

造社、太阳社的出版部和书店,查封其主要刊物,两
社“已经名存实亡”[３]１４.正如鲁迅所说:“那些‘革
命文学家’支持不下去了,创、太二社的人们始改变

战略,找我及其他先前为他们所反对的作家,组织左

联.”[１６]在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,两社希冀与鲁迅尽

释前嫌,通力合作.

１９２９年秋,潘汉年、冯雪峰等人与鲁迅商谈成

立革命文学团体的打算,由于双方在“倡导革命文学

为无产阶级工农大众服务基本点和总方向上取得了

一致,这就为‘左联的建立准备了条件’”[１]２９.１０
月,潘汉年召集冯雪峰、夏衍等人举行“左联”筹备

会,成员有鲁迅及其友人冯雪峰、柔石,创造社的郑

伯奇、冯乃超、阳翰笙,太阳社的蒋光慈、钱杏邨、洪
灵菲,再加上夏衍等人.虽然鲁迅名列首位,受到尊

敬,但在筹备小组中,“除鲁迅和郑伯奇外,都是党

员,(而且)鲁迅说明他不一定参加筹备小组的

工作,他可以挂名,不能每次会议都参加”[７]３,从而

孕育了领袖虚权影响与中共实权管理的双重领导体

制的雏形.

二、两种思想与管理左联:
双重领导体制的形成与运行

　　１９３０年３月２日,中国左翼作家联盟(即“左
联”)正式成立,制订总体纲领———求得新兴阶级的

解放,反对官僚军阀的压迫;制定理论纲领———现在

仍处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之中,主要任务

是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事艺术生产工作,创作反封

建、反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作品[９]１８５Ｇ１８７.理论

纲领由党员冯乃超完成.当看到冯氏拿来的文本

时,鲁迅一面表示“没意见”,一面又说,“反正这种性

质的文章我是不会做的”.在指导思想上,他与中共

是向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前进的———前者主张革命的

大众文艺,后者局限于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.两

种思想在组织机构的设置及运行上矛盾重重,只是

在组织初创时隐而未现.另外,根据行动纲领的要

求,大会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、文艺

大众化研究会、国际文化研究会等组织,从事理论研

究与文学创作等事务.然而一些机构的设置并未付

诸实践,据夏衍回忆: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

“没有正式形成组织,而纯由个人分别进行工作”,国
际文化研究会只是从事“对国际左翼文艺团体的联

系工作”,当时左联的“主要任务集中在飞行集会、散
传单、贴标语等事情上面”[７]５.对此,他曾批评说:
你们这是赤膊上阵.但未能改变现状,虽贵为盟主,
但力量有限.这一切源于左联领导机构的设置.

左联执委会由鲁迅、田汉、郑伯奇、冯乃超、钱杏

邨、洪灵菲、夏衍等七人组成,作为领导机构,并设立

受文委直接领导的党组织,潘汉年任书记.在领导

层上,中共既可凭借党组织加以影响,又能依靠执委

会上中共党员的人数优势来掌握实权,至于团结鲁

迅,只是为了借助其号召力以扩大影响.对此,学者

王晓明研究指出:左联的中坚人物大多来自创造社

和太阳社,“他们前不久还骂他‘落伍’,是‘二重的反

革命’,现 在 却 来 尊 他 为 领 袖,他 怎 么 可 能 会 相

信?”[１７]然而出于对推动革命文学运动的希冀,对应

付共同敌对势力的需求,尽管在双重领导体制中已

处于虚职,但仍愿与中共通力合作.至此,左联的双

重领导体制正式形成.
中共掌握实权,加强领导,促使左联成为一个革

命战斗组织,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文艺团体.１９３０
年４月２９日,在成立不足两月之时,左联召开首次

全体大会.会议指出资本主义渐趋崩溃、帝国主义

垂死挣扎,革命工农势力不断膨胀,“说明革命高潮

的快要到来”,“革命的文学家在这个革命高潮到来

的前夜,应该不迟疑地加入这艰苦的行动中去,即使

把文学家的工作地位抛去,也是毫不足惜的”[１８].
首次会议便迫不及待地将政治斗争放到各项工作的

首位.对此,冯雪峰指出:我们党当时“把‘左联’当
作了直接政治斗争的一般群众的革命团体,当

作‘半政党’的团体”[１９]３２.左联的政党性质决定了

缺乏组织自主性,完全服从上级领导的命令安排,以
至于被迫卷入党内派系斗争而受到巨大损失.“左
联五烈士”事件便是一个典型代表.

“左联五烈士”事件原是指柔石、胡也频、殷夫、
李伟森、冯铿五位革命作家,为了反抗国民党文化围

剿而英勇牺牲的事迹.随着左翼文艺运动相关史料

的开放,学术界重新审视该事件,得出不同于以往的

结论:“‘左联五烈士’事件的发生不是一个纯文学事

件,而是一个包含多重政治因素的历史事件”,“是一

个党内宗派斗争导致的政治事件”[２０].有的学者更

为激进,明确指出:“‘左联五烈士’当时是由于党内

斗争而参加一个秘密会议,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进而

被杀害的,与文艺活动没有任何关系.”[２１]１８９实际

上,该事件是否是纯文学的,亦或是纯政治的,更明

确地说,该事件的发生,无论是因中共派系斗争而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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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,还是由国民党镇压而告终,其结果是共同的———
左联遭受重大损失,这一损失不仅使诸多成员遭到

屠杀,人心惶惶,也使组织发展严重迟滞,一蹶不振.
茅盾回忆说:五位作家被捕杀,许多盟员“都动摇而

退缩,后来就完全消极或竟至右倾了.所以在１９３１
年春,左联的阵容已经非常零落.人数从９０多降到

１２”[２２]１２０,微乎其微的人员构成致使左联濒临崩溃

的边缘,但它仍在延续不断而未立即解散.对此,冯
雪峰作出了解释:

“‘左联’终于能够存在,这一方面是因为仍

旧有党在领导和支持,还有更重要的原因,就因

为有鲁迅先生在.在那时候,只要有鲁迅先生存在,
‘左联’就存在.只要鲁迅先生不垮,‘左联’就不会

垮.只要鲁迅先生不退出‘左联’,不放弃领导,‘左

联’的组织和它的活动与斗争就能够坚持.我

们的党,也因为有鲁迅先生在‘左联’里面,‘左联’就

依然是一支不小的力量,所以虽看见‘左联’在很困

难的环境之中,也没有给以叫它停止活动或把它解

散的指示或建议.”[１９]３２Ｇ３３

可见,左联虽受打击,但仍能维持,原因在于组织

上的双重领导体制———鲁迅的精神统领,甚至成为左

联存在的支柱;中共的坚决支持,所以虽然困难,但是

仍未“给以叫它停止活动或把它解散的指示或建议”.
同时,由冯氏的解释,也可看出,此时的左联已经成为

中共的下设单位,需按“指示或建议”运行.
双重领导体制保障左联安然度过危机,这是由

于鲁迅能与中共协调一致,即依靠党组织如何与他

“通气和协商”,也依靠“向鲁迅先生汇报请示工作的

人能够如实地反映情况,并善于领会和疏通双方的

意见”[２３]５１.１９３４年以前,这一“汇报请示工作的

人”(即“联络人”)是由左联政治领导人冯雪峰和瞿

秋白担任的.冯氏原属鲁迅弟子,又是挚友,且从上

述材料中也可体会到他对鲁迅的崇拜之情,“只要有

鲁迅先生存在,‘左联’就存在”.瞿秋白与鲁迅也是

友谊深厚.正是由于二人的尊重,“善于听取和采纳

鲁迅的文艺思想和工作意见,此时鲁迅对‘左
联’的工作任务和性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.”[２１]１９０双

重领导体制在极其危机的情况下挽救了左联,其中

冯、瞿二人的穿针引线之功,功不可没.在左联势力

跌入谷底之时,由于鲁迅精神统领的现实价值依然

存在,中共并未将其解散.可是到了１９３６年,左联

逐步恢复之际,中共领导人之一的萧三寄来一封信

件,就将左联解散了,其中缘由需从１９３４年的人事

变更谈起.

三、四条汉子与瓦解左联:
双重领导体制的终结与影响

　　１９３４年,冯雪峰、瞿秋白被调往苏区,继任者是

被鲁迅称为“四条汉子”的田汉、阳翰笙、夏衍、周扬,
构成领导核心.冯、瞿二人的调离,使“鲁迅的领导

权也随之失去了保障”[２１]１９１,而以周扬为首的四人

不再尊重鲁迅,甚至对其意见也不予考虑.田汉就

曾指示左联的党团书记任白戈(周扬亲信),“鲁迅不

想管左联的事,以后有事情不必找鲁迅,可直接找

他”;周扬等人也在背后说鲁迅“‘懒’,‘不做事’,‘不
写文章’等等,后来甚至说他‘破坏统一战线’”[２３]５２.
面对非议和指责,鲁迅极其愤懑而又无奈,在给友人

的信中表达了这一情绪:
“(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６日致信萧军、萧红:)敌人是

不足惧的,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,许多事都

败在他们手里.(２８ 日致信杨霁云:)叭儿之

类,是不足惧的.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‘战

友’,因为防不胜防.例如绍伯(即田汉)之流,我至

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.为了防后方,我就得横

站,不能正对敌人,而且瞻前顾后,格外费力.
(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７日致信徐懋庸:)我憎恶那些拿了

鞭子,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.”[２４]“仅在１９３５年一年

间,鲁迅在书信中便不断出现‘鞭子’的意象,称周扬

一伙为‘英雄’、‘工头’、‘奴隶总管’、‘元帅’,而自称

为‘苦工’和‘奴隶’.这是建立在‘同志’之上的一种

新 型 的 阶 级 关 系,但 一 样 是 压 迫 和 被 压 迫 的 关

系.”[２５]

在鲁迅看来,敌人不可怕,可怕的是“营垒里的

蛀虫”,叭儿不足惧,足惧的是口是心非的“战友”,再
加上周扬一伙的鞭扑行为,压迫关系,结果只能“瞻
前顾后,格外费力”.因此,鲁迅和新一届党组领导

人的关系是不融洽的,而新的联络人胡风和徐懋庸

被认为是周扬一派的人员,也难以“得到鲁迅的信

任”,结果他宣布“不再管‘左联’的事了”,其影响力

逐渐降低,这“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‘左联’的战斗

力”[５]１０８,１０９.至此,双重领导体制被中共的实权领导

所取代,左联已完全成为中共党组的一个下设机构,
其兴衰成败自然由上级领导决定.

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强大,１９３５年共产国际制定

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.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

变爆发,标志全面抗战的正式开始,中日民族矛盾被

激化,促使包括文艺界在内的各个领域尽快建立抗

日民族统一战线.中共发表«八一宣言»,响应共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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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号召,１１月８日中共领导人之一的萧三写信,
要求解散左联,以建立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.鲁

迅则认为左联完全可以成为民族自由与解放的一条

战线,继续发挥作用,便抱怨说:“就这样解散了,毫
不看重这是一条战线”[１９]８８.左联坚决执行上级领

导的指示,于１９３６年初宣布解散.对此,周扬曾反

思:“以前我们只讲组织上的党性,而不讲思想上政

治上的党性.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,从不怀疑”[２６],
含蓄地表达了对于解散左联的负疚感.

左联是“党直接领导的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文

学团体”[１]３０,它的兴衰是外部政治环境与内部组织

结构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,反映的是中共早期革命

活动为适应环境在文艺界所采取策略的一个缩影.
大革命失败后,中共势力被削弱,急需建立革命统一

战线,恢复力量以继续斗争,并求得舆论支持,于是

尊鲁迅为盟主筹建左联,形成双重领导体制.此后,
凭借联络人的关系,既实现中共领导,又发挥鲁迅影

响,促使这一体制良性循环.为了充分发挥左联的

革命战斗性以缓解国民党对苏区围剿所造成的压

力,中共加强对左联的管理,使其成为党组织的下设

机构,双重领导体制转变为中共的实权领导,再加上

联络人的更迭和失信,导致鲁迅的影响微乎其微,甚
至被忽略.随着日本侵略加剧,民族危机上升,中共

希望建立更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,至于解散左联只

是裁撤一个下设机构而已.
双重领导机构的指导思想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

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建设中亦有影响,“直至

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共在解放区建立政权,左翼文化

作为一种文化－政治传统,其内在逻辑却一直

发挥着作用”[４]１９９.新中国成立后,在上海,该体制

被运用到文艺剧团的改造上,在此以上海首批国营

剧团领导机构的更迭为例加以说明.１９５１年１１月

２０日,上海市建立首批国营剧团,共计三个,见表１.

表１　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上海首批国营剧团名称及领导机构变迁概况①

剧团名称 ５０年代初期的领导机构 ５０年代中后期的领导机构

上海市人民
京剧团

团长兼政治教导员流泽,副团长林鹤城.
１９５５年,市文化局派吴石坚、丁国岑、陶雄、吕君樵、林鹏程负责
筹备上海京剧院,后于３月２４日成立,院长周信芳.１９５７年,
市文化局戏改处刘厚生处长来院主持工作.

上海市人民
杂技团

潘全福为代理团长兼政治指导员,副团长是
邱胜奎、邓文庆,业务指导甄玉清.

１９５９年,张显、王峰被调入团内,前者任团长兼书记,后者为副
团长.１９６５年后,王峰副团长兼任书记.

上海市人民
评弹工作团

团长刘天韵、副团长唐耿良、蒋月泉,业务指
导陈灵犀.１９５２年,吴宗锡被调入团内,担任
驻团干部,从事领导工作.

１９５４年底,上海市文化局任命吴宗锡担任团长,次年,刘天韵被
调到该团的艺委会,担任主任一职,主要从事业务工作.

注:流泽原为老资格新四军,上海解放后,在上海市文化局工作;王峰于１９４９年随军南下,进驻上海,次年在上海市文化局工

作;共和国成立初期,吴宗锡为上海市文化局文艺处干事.

　　在坚持中共统一领导的前提下,上海三大国营

剧团领导机构都是经历了由党与艺人共同领导到中

共实权管理的过程,只是所采取的方式是有区别的.
作为全国性戏曲的京剧“在上海也是最重要的剧种

之一”,其改进工作影响广泛,而且市文化局已于

１９５１年３月１日出资购买了大舞台共和班(上海市

人民京剧团前身),改称人民大舞台.因此,中共有

实力掌握该团的领导权,表现为建团之初就任命文

化局干部流泽为团长兼政治教导员.虽然该团的领

导一度改为艺人周信芳,但在“反右”运动后,凭借戏

改处刘厚生处长的调入,中共重新确立了领导地位.
相较于京剧团而言,上海市人民杂技团的创办更多

体现为顺应国内外影响上———“从中华杂技团开始,

中国民族的杂技已在全国人民间以及国际上都获得

了无比的欢迎和喝彩,上海又是有着国际影响

的城市,在发挥国际影响上,杂技有着远比任何需用

语言传达的戏曲为优的条件”[２７].另外,以业务指

导员甄毓清为代表的杂技艺人表现出了思想上的进

步和极大的热忱:既指出“要不是有了毛主席,有了

人民政府,我哪能享到这份福啊”,又表示“要好好的

干下去”,“练出好的技术贡献给大家”[２８].因此,中
共对该团的管理相对滞后,１９５９年才派王峰来管

理.上海评弹团领导权的转换介于京剧团、杂技团

之间.建团之初,艺人刘天韵、唐耿良、蒋月泉等负

责领 导 工 作,这 是 由 于 评 弹 在 江 南 的 巨 大 影 响

力———“农民们和小市民们知道许多历史故事和民

９６２第３期 王　亮等:虚实之间:鲁迅、左联与双重领导体制

① 资料来源:上海市人民京剧评弹杂技团今天同时举行了成立典礼[N]．文汇报(副页)．１９５１Ｇ１１Ｇ２０(０４)．徐幸捷,蔡世成．上海京剧志

[M]．上海:上海文化出版社．１９９９:６８Ｇ７０．俞亦纲,陆星奇．上海杂技与时代同行:上海杂技团建团６０周年纪念(１９５１Ｇ２０１１)[M],出版社不详．
２０１１:７３．卅年大事记[A]．上海:上海评弹团档案室,１９８０,档案编号:第２２卷第１０件:１２Ｇ１３．



间传说,恐怕从听书中听来的比看戏看来的为多.
在上海的约二百家戏曲演出剧场中,书场就有七、八
十家之多”[２７].较之京剧和杂技等戏曲,评弹一人

一角、跳进跳出的表演技巧,三弦琵琶、走街串巷的

演出方式,在深入基层社会、普及价值观念、统一民

众思想等方面更具优势.于是在建团的第二年,文
化局便派吴宗锡担任驻团干部,负责领导工作,两年

后升为团长,中共与艺人的双重领导也就更迭为党

的实权领导.结果,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往往依从党

的要求而非艺人愿望,以至于“在评弹艺人们眼里,
某些团领导也真如鲁迅所讲的‘工头’和‘奴隶总

管’,而且是名正言顺的”①.

四、结　语

总之,创造社、太阳社等中共领导的团体组织因

受国民党的冲击而难以立足,被迫走上建立统一战

线的道路,从而将文艺界影响力巨大的鲁迅纳入视

野.为了推动革命文学运动,为了应付共同敌对势

力,二者走向联合,孕育领袖虚权影响与中共实权管

理的双重领导体制.这一体制之所以能有效运行,
是因为鲁迅功不可没的影响力———既要规劝革命青

年的激进行为,又在“左联五烈士”事件后力挽狂澜,
成为实际上的精神领袖.然而他的价值又是有限

的.在联络人员更迭、政治环境变迁等主客观因素

的影响下,精神统领的影响价值渐趋削弱,实权领导

的现实意义逐次提升.此消彼长的变化,在左联被

新的、更具战斗性的民族统一战线取代的过程中,表
现得淋漓尽致———领导的一封信彻底瓦解左联,如
同裁撤一个下设机构.虽然左联被裁撤,但是双重

领导体制的影响痕迹并未消解,反而更强.２０世纪

４０—５０年代,在上海,该体制一再被运用到文艺改

造方面,成为宣传党的政策、统一民众思想、巩固新

生政权的重要过渡形式.这一过渡形式,对于当今

文艺事业单位的改革提升,亦有借鉴意义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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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minalleadervs．actualregulator:LuXun,
Zuolianandthedualleadershipsystem

WANGLiang１,SHENYue２

(１．SchoolofMarxism,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,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,China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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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Asthefirstproletarianrevolutionaryliteraturesocietyunderthedirectleadershipofthe
CommunistPartyofChina(CPC),Zuolian(TheLeagueoftheLeftＧWing Writers)wasestablishedand
operatedeffectivelyunderthedualleadershipsystemwhereLuXunservedasthenominalleaderandCPC
servedastherealregulator．LuXunsnominalpowerinfluenceisofgreatsignificance:itnotonlyexhorted
therevolutionaryyouthnottoactviolentlyandtoavoidgreatloss,butalsoturnedthetideafterthe“Five
MartyrsIncident”andmaintainedtheoperationoftheorganization．Yetthispowerofinfluenceofnominal
powerislimited．Undertheinfluenceofthefluctuationsofliaisonpersonnelandpoliticalenvironment,the
dualleadershipsystemwastransformedintotheCPCsdirectmanagementmode．Thistransformationled
directlytothedisintegrationofZuolianandcauseditsreplacementbythebroaderandmorerevolutionary
antiＧJapaneseNationalUnitedFront．Sincethefoundingofnew China,thedualleadershipsystem was
appliedintheaspectsofliteraryandartistictransformationinShanghai,andbecameanimportant
transitionalformforadvocatingthepartyspolicies,unifyingthepeoplesthoughtsandconsolidatingthe
newregime．

Keywords:LuXun;Zuolian;organization;dualleadershipsystem
(责任编辑:王艳娟)

１７２第３期 王　亮等:虚实之间:鲁迅、左联与双重领导体制


